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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确权对农户的收入分配效应
孙琳琳，贾雨洁

摘  要  通过稳定承包关系、降低土地交易成本并改善要素配置，土地确权可能同时改变农户的

收入水平与收入分配。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微观数据，利用各地农村承包

地确权登记颁证分批推进的准自然实验，识别土地确权对村庄内、村庄间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研究发现，样本期内土地确权未显著改变总收入不平等，但扩大了村庄内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不

平等，并降低了城乡经营性收入不平等。农户层面的证据显示，确权释放的土地流转、非农就业、信

贷和创业机会更多由中高收入农户获得；这一分配效应还随区域发展条件和土地流转基础而变化。产

权改革应与就业服务、普惠金融和土地流转治理同步推进，以促进土地确权的公平效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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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和畅通

城乡要素流动，同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

收入持续增长，但城乡差距与农村内部

差距仍是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 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43 377 元，其中城镇居民

为 56 502 元，农村居民为 24 456 元，城

乡居民收入比约为 2.31。农村居民工资性
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占比较高，财产净收入

规模相对有限，这意味着农民增收既取决

于就业和经营机会，也取决于土地等资产

能否转变为农户新的收入来源。土地确权

因此不仅是改善要素配置的产权改革，也

会影响农户收入的增长和分布。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以土地均分为基础，在保障基

本生计和缓解绝对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

细碎化、权属边界不清和流转市场不充分

逐渐成为农业规模经营、长期投资和劳动

力转移的制度约束。为完善土地承包关

系、稳定农民土地权益并激活农村要素市

场，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自 2008 年前后开始试点，2018

年底基本完成，通过地块实测、登记簿管

理和权证发放，为土地经营权流转、抵

押担保和承包关系长久稳定提供制度基

础。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土地确权能够稳

定投资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并改善资源配

置，但效率改善并不必然意味着分配改

善。土地确权会改变土地、劳动力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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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户间的配置，而不同农户利用这些机

会的能力并不相同，确权可能在改善效率

的同时改变收入分布。确权究竟扩大还是

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这种影响出现在哪

些收入来源和哪个层级，是本文要回答的 
问题。

早期的土地确权研究集中于产权安

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认为产权边

界清晰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稳定长期投

资预期并改善要素配置（Besley，1995 ；
Deininger & Jin，2009）。针对中国的研

究发现，确权能够促进土地流转、农业

投资、创业活动和生产效率提升（程令

国 等，2016 ；林文声 等，2018 ；孙琳

琳 等，2020 ；Gao et al.，2021 ；Zhou，
2022）。He et al.（2023）发现产权明晰

提高了土地租赁参与和租金水平，Xie 
et al.（2023）的元分析表明确权对土地转
出的作用更为稳定，Liu et al.（2023）则

强调确权通过劳动力跨部门配置影响农业

生产率。收入分配研究则指出，土地市场

发展、非农就业扩张和金融深化都可能在

增收的同时扩大收入差距。土地向经营能

力较强的农户集中可能扩大农业收入差异

（Zhang，2008）；非农就业能够提高家庭

收入，但就业机会受教育、年龄和迁移成

本制约（Reardon et al.，2000）；金融服

务在发展初期也可能更偏向具有抵押能力

的家庭（Greenwood & Jovanovic，1990）。
国内关于确权与收入差距的研究结论尚不

一致，部分研究发现确权能够缩小收入差

距（张鹏峰和顾海英，2023 ；胡东宁和赵
增力，2023），另一些研究则强调土地流

转、劳动力转移和收入多样化对不同群体

的影响存在差异（牛坤在和许恒周，2022 ；
康兰媛和朱红根，2024）。就作用路径而

言，已有文献指出确权通过降低权属争议

与履约风险促进土地流转，通过稳定承

包权降低非农就业的制度性机会成本（de 

Janvry et al.，2015），并使土地成为可抵押

资产（Carter & Olinto，2003 ；郑淋议 等， 

2020）。

综上，现有研究仍有三方面不足：多

数研究以家庭总收入或单一差距指标为对

象，较少同时区分村庄内、村庄间和城乡

三个层级的收入差距；对工资性、经营性、

农业和财产性收入的结构性分化讨论不

足；机制研究通常检验土地流转、劳动力

转移、信贷和创业的平均效应，较少关注

不同初始收入农户的受益差异。本文的边

际贡献相应有三点。一是一是利用泰尔指数的

可分解性，从村庄内、村庄间和城乡三个

层级识别土地确权的收入分配效应，将产

权改革的评价从平均收入和配置效率拓展

到收入分布。二是二是将家庭总收入分解为农

业、工资、经营、财产和转移收入，揭示

总收入效应不显著时仍可能存在的结构性

分化。三是三是将城市层面的收入来源不平等

结果与不同收入分位农户的分配渠道证据

相互印证，并考察地区和土地市场条件下

的异质性。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

农村土地确权的制度背景，分析土地确权

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路径并提出研究假说；

第三部分说明数据来源、变量构造和计量

模型；第四部分依次报告总收入和分项收

入不平等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

部分从土地流转、农业投入、非农就业、

正规金融和经营创业等方面考察分配渠

道，并开展区域和土地市场基础异质性分

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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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制度背景与制度事实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保证农民基本

土地权益，也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但在

长期实践中，承包地面积不准、四至不清

等问题逐渐显现，抬高了土地流转的交易

成本，抑制了农户的长期农业投资和非农

转移。新一轮确权登记颁证的政策目标，

是在既有承包关系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经

营权，并为“三权分置”、土地经营权流

转和农村金融创新提供制度前提。土地确

权的推进具有明显的渐进性和分批实施特

征。2008 年前后，部分地区率先开展试点；
2014 年后，整省试点扩大，确权登记颁证
进入分批推进阶段；2016 年以后，伴随“三
权分置”制度框架逐步清晰，确权在全国

范围内全面展开；2018 年底，全国农村承
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2019 年
以来，“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

年”、不动产登记衔接和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建设等政策继续推进。各地确权时间不同，

为因果识别提供准自然实验条件。本文据

此将已推进确权的城市视为处理组，将尚

未推进确权的城市视为对照组，在控制城

市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市级经济特

征后，考察确权前后收入不平等是否出现

系统性变化。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土地确权提高承包权的稳定性，由

此改变土地交易成本、劳动力非农转移

成本和金融机构的抵押成本，并影响不

同农户的收入增长。下文沿“土地确权-
要素配置变化-不同收入组的农户收益

差异-收入来源不平等变化”的链条展开 
分析。

1. 土地市场渠道与农业、财产性收入
分化

确权通过明确地块面积、四至范围

和权利归属，减少土地流转中的信息不对

称、权属争议和履约风险，从而促进土地

经营权流转（Yao，2000 ；He et al.，2023 ；
Xie et al.，2023）。经营能力较强、资本

较为充足的农户更有可能转入土地并扩大

经营规模，农业经营能力较弱或劳动力机

会成本较高的农户则更可能转出土地。土

地转入户可以通过规模经营、机械投入

和专业化生产获得农业经营收益，土地

转出户则可以获得租金收入，并释放家庭

劳动力进入非农部门。如果土地主要向

具有初始优势的农户集中，村庄内农业收

入差距可能扩大；但土地租金和非农就业

收入也可能对冲这一效应。因此，土地市

场渠道对农户总收入不平等的净影响并不

确定，取决于土地经营收益、租金收益

和劳动力转移收益在不同收入组之间的 
分布。

2. 劳动力转移渠道与非农收入分化
土地确权降低农户非农转移后失去土

地权利的风险，从而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

（de Janvry et al.，2015 ；Liu et al.，2023）。
但确权并不能消除农户进入非农部门时的

人力资本差异，非农就业机会可能更多流

向具有初始人力资本优势的农户（Reardon 
et al.，2000）。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结构
较合理、就业信息和社会网络较丰富的家

庭，更容易进入收入较高的非农岗位；低

收入农户即使摆脱了土地约束，也可能只

能进入低工资岗位。土地确权因此可能在

促进劳动力整体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同时，

使中高收入农户获得更多工资性收入，扩

大村庄内工资性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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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地确权影响农户收入分配的理论机制框架

3. 资本市场渠道、经营创业与城乡收
入分配

土地确权有助于金融机构识别家庭

资产，并通过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或其

他增信方式缓解农户的融资约束（Carter 
& Olinto，2003）。融资条件改善后，农

户可以增加生产性投资或者进行个体经

营，由此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但并非所

有农户都能获得正规信贷。金融市场发

展初期往往首先惠及具备市场进入条件的

较高收入群体（Greenwood & Jovanovic，
1990 ；郑淋议 等，2020）。具有初始资产
和社会信用优势的中高收入农户，更容

易获得正规借贷并承担经营创业风险；低

收入农户则可能继续受到融资约束。若正

规金融和经营创业机会更多流向中高收入

农户，确权可能扩大村庄内经营性收入

差距。这一机制在城乡层面可能表现不

同。若确权明显提高部分农村家庭的经

营性收入，使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快于

城镇家庭，城乡经营性收入不平等则会 
缩小。

4. 收入分位异质性与综合分析框架
三条路径的共同点是，土地确权为所

有农户提供了产权制度条件，但不同农户

将其转化为收入收益的能力并不相同。经

营能力、人力资本、资产基础等都会影响

农户对土地流转、非农就业和正规金融机

会的利用。改革收益可能更多集中于中高

收入农户，并在土地和其他要素市场较为

发达的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牛坤在和许

恒周，2022 ；康兰媛和朱红根，2024）。
不同机制在空间层级上的表现也不完全相

同。村庄内收入不平等主要反映家庭禀赋

和市场接入能力的差异，容易受到土地流

入、非农就业、信贷和创业机会重新分配

的影响。村庄间收入不平等更多取决于区

位条件、产业基础和公共服务，单项确权

改革短期内未必足以改变不同村庄之间的

收入差距。城乡收入不平等则取决于确权

带来的农村收入增长能否超过同期城镇收

入增长。

本文据此不仅考察土地确权对总收入

不平等的影响，还重点检验工资性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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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收入的结构变化，并比较不同收入

组、不同地区和不同土地市场基础下的政

策效应。图 1 概括了上述理论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可检验假说。

假说 1 ：土地确权对村庄内总收入不
平等的净效应不确定，但可能因非农就业

机会在不同农户之间分布不均而扩大村庄

内工资性收入不平等。

假说 2 ：土地确权可能因正规金融和
经营创业机会更多流向中高收入农户而扩

大村庄内经营性收入不平等。

假说 3 ：土地确权对村庄间总收入不
平等的短期影响有限，但可能通过提高农

村优势经营户的经营性收入而降低城乡经

营性收入不平等。

假说 4 ：土地确权的收入分配效应具
有显著异质性，中高收入农户以及土地和

其他要素市场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户，更容

易将产权稳定转化为收入收益。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1、2013、2015、
2018 和 2020 年五期微观数据。CHARLS
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覆盖我国多个省份

的县区、村居和家庭，包含家庭人口、收入、

消费、就业、农业经营、土地流转、资产

负债和社会保障等信息，能够较好支持土

地确权、要素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

微观研究。分析以家庭为基本单元，并根

据研究需要将家庭数据汇总到村庄、城市

和城乡层面，分别计算村庄内、村庄间和

城乡收入不平等指标。

首先首先，保留能够识别家庭所在城市、

村庄和调查年份的信息，并剔除缺失家庭

人口数、主要收入指标、核心土地变量或

无法匹配确权政策时点的观测。其次其次，根

据 CHARLS 收入模块，将家庭总收入划分
为农业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并在稳健性检

验中使用家庭消费指标替代收入指标。再再

次次，将家庭层面收入按家庭人口规模进行

权重处理，在村庄和城市层面计算收入不

平等指数；对于收入分项为零或极端值的

观测，按照广义熵指数计算要求和原文处

理口径进行统一处理。最后最后，对收入、资

产、农业投入、借贷金额等连续变量进行 1%
和 99% 分位缩尾，并将市级控制变量与家

庭所在城市、年份进行匹配。

土地确权政策变量根据地方政府公

告、农业农村部门资料和权威媒体报道整

理。由于公开数据难以获得所有样本村庄

的精确启动日期，本文的处理时点界定在

城市层面：某城市首次进入农村承包地确

权登记颁证全面推进阶段后，政策虚拟变

量取 1，否则取 0。城市控制变量的选取遵
循两个标准：一是一是同时可能影响确权推进

与收入分配，二是二是具有“城市-年份”层面
的连续可比性。其中，第一产业 GDP 占比
和人均 GDP 控制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

平；农林水利事务支出和农村固定资产投

资控制地方财政支农及农村建设力度；农

用机械总动力和常用耕地面积反映农业技

术条件与资源禀赋；人口密度控制劳动力

和市场集聚程度。农户层面的分配渠道回

归还加入村庄耕地资源、农地转包或出租

比例和主要道路类型等村级控制变量。

（二）收入不平等指标构造

本文主要采用泰尔指数衡量收入不平

等。相较于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具有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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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优势，能够将总体不平等分解为组内不平

等和组间不平等，适合区分村庄内和村庄间

收入差异的研究目标。泰尔指数定义为：

 T =
N
1 ∑

i

N

=1

y y
y

i iln  
 
 y

 （1）

其中， yi 表示家庭收入， y 表示样本

平均收入， N表示样本数量。将样本按照

村庄 g进行划分，泰尔指数可进一步分解

为组内不平等和组间不平等：

 T = +∑ ∑
g g

G G

= =1 1

s T sg g gln   
 
 
 

y
y
g  （2）

其中， sg表示村庄 g的收入份额， Tg

表示村庄内部泰尔指数， yg表示村庄平均

收入。式（2）中第一项为村庄内收入不平
等，第二项为村庄间收入不平等。稳健性

检验中还使用对数偏差均值指数（MLD）

和消费不平等替代泰尔指数。

（三）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报告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Inequality Title Xct ct ct c= + + +
  
α β γ µ
+ +λ εt ct

 （3）

其中，被解释变量 Inequalityct为“城市-
年份”层面的村庄内、村庄间或城乡收入

不平等指标，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确权状

态 Titlect ；模型控制城市固定效应 μc、年

份固定效应 λt 和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

Xct，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聚类。核心估计采

用“组别-时间”平均处理效应和事件研究

方法，动态效应的示意表达为：

Inequality D Xct k c t k ct= + +

  

α β γ

+ + +µ λ εc t ct

k
∑
≠−1

, +
 （4）

其中，事件时间系数用于检验政策前

趋势和描绘政策后的动态效应。

农户层面的回归用于提供分配渠道证

据，其基本模型为：

Y Title Q Zivct q ct ivq ivct= + × +

  

α θ δ

+ + + +γ µ λ εX

∑
q

5

=

ct c t ivct

1
(

 

)
 （5）

其中，农户层面的被解释变量 Yivct 用

于刻画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配置的具体行

为。土地流入规模和土地流出规模分别以

家庭当年租入、租出耕地面积衡量，相应

虚拟变量在租入或租出面积大于 0 时取 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数

村庄内总收入不平等 0.500 0.200 486

村庄内农业收入不平等 0.500 0.300 486

村庄内非农收入不平等 0.700 0.300 486

村庄间总收入不平等 0.000 0.100 417

城乡总收入不平等 0.300 0.100 486

土地确权 0.500 0.500 486

第一产业 GDP 占比 0.120 0.070 486

人均 GDP（万元） 5.200 3.100 486

农用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338.600 284.700 486

注：收入、资产、投资等连续变量在回归中按需要取对数；收入不平等指标按家庭人口权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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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以家庭拥有的农机、

农业设施等生产性资产现值衡量，农业生

产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雇工和机

械服务等投入，连续金额变量均采用

ln(1+x) 处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增长
核算方法计算。非农就业人数为家庭中从

事非农受雇或非农经营的成员数量；至少

一名成员从事非农工作时，“是否非农就

业”取 1。正规金融借贷金额包括来自银行、
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借款并采用

ln(1+x) 处理；家庭存在个体经营、私营经
营或其他非农经营活动时，“是否经营创

业”取 1。收入分位依据政策实施前家庭
人均总收入划分为五组，以避免当期收入

受到确权影响所造成的事后分组。家庭控

制变量 Zivct 包括户主年龄及平方、性别、

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家庭

规模、劳动力数量、耕地面积和基期资产；

村庄控制变量包括村庄基期收入、土地与

就业特征及交通可达性；城市控制变量与

基准模型一致。该模型比较土地确权后不

同初始收入组的行为变化（表 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双向固定效应估计

表 21 报告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总收入

不平等的估计结果，列（1）和列（2）、列（3）
和列（4）、列（5）和列（6）依次以村庄
内、村庄间和城乡总收入不平等为被解释

变量，奇数列未加入市级控制变量，偶数

列加入。土地确权对村庄内和村庄间总收

入不平等的估计系数为正，对城乡总收入

不平等的估计系数为负，但均不显著。

1　表2~15，见增强出版，中国知网—《金融市场研究》。

表 3 报告三类替代检验的结果：一是一是
使用对低收入群体变化更敏感的 MLD 指

数替代泰尔指数；二是二是使用总消费不平等

替代总收入不平等，以减少短期收入波动

对不平等测度的影响；三是三是使用城市层面

农户确权比例替代确权虚拟变量，以刻画

政策推进强度。三种设定下核心估计系数

均不显著。

不同地区的土地确权推进时间可能并

非完全随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财政能

力较强或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可能更早推

进确权，这些地区本身也可能具有不同的

收入分配变化趋势。为检验确权推进是否

与地区特征有关，除在基准回归中加入城

市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及市级控制变

量外，本文还以市级经济和农业特征为解

释变量、城市确权推进时间为被解释变量

进行估计。表 4 显示，主要市级特征总体
不能显著解释确权推进时间，确权次序与

可观测的市级经济特征没有显著关联。

样本期内，土地确权尚未显著改变总

收入不平等格局。但总收入层面的平均变

化可能受到方向相反的收入渠道抵消：土

地流入和经营扩张提高部分家庭的农业或

经营收入，劳动力转移提高非农收入，土

地流出又可能增加租金收入。总收入上的

“不显著”因此可能掩盖不同收入来源上的

结构性变化，需要考察分项收入。

（二）分项收入不平等结果

表 5 报告土地确权对分项收入不平

等的估计结果。村庄内层面，土地确权对

农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显

著，但显著扩大非农收入不平等，估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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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0.0957，在 5% 水平上显著；将非农

收入分解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和经营性

收入不平等分别上升 0.0511 和 0.1000。城
乡层面，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下降 0.0523。
三者均在 5% 水平上显著。

综合表 2 和表 5，样本期内土地确权

的分配效应主要出现在收入结构层面，且

集中于村庄内部：村庄间各类分项收入不

平等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城乡层面除经

营性收入不平等显著下降外，非农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不平等没有显著

变化。村庄内工资性收入不平等上升支持

假说 1，村庄内经营性收入不平等扩大支
持假说 2，村庄间分项效应不显著和城乡
经营性收入不平等下降支持假说 3。

（三）事前趋势与稳健性检验

表 5 的双向固定效应结果为理解收入
来源差异提供了初步参照，下文将因果识

别和稳健性检验集中于其中三个显著的分

项结果，即村庄内工资性收入不平等、村

庄内经营性收入不平等和城乡经营性收入

不平等，分别采用交互加权事件研究、组

别—时间平均处理效应和堆叠 DID 进行

估计。图 2 报告事件研究的动态系数。三

个结果在确权实施前的估计值均围绕零波

动，支持处理组与尚未处理组在政策实施

前具有可比趋势；政策实施后，村庄内工

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的系数转为

正值并逐步上升，城乡经营性收入不平等

的系数转为负值并逐步下降。

表 6 比较三种适用于分期处理的估

计方法，即 Callaway-Sant'Anna 组别—时

间 ATT、Sun-Abraham 交互加权估计和堆

叠 DID。三种方法所得系数的方向、数量
级和显著性基本一致，三个核心结论没有

因处理批次之间的效应异质性而改变。表

7 考察结果是否受到地区共同冲击、差异
化长期趋势、同期涉农政策、特殊年份以

及早期试点选择的影响，依次加入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以吸收省级层面随时

间变化的制度和宏观冲击；加入城市线性

趋势，以允许不同城市沿各自长期路径变

化；控制同期扶贫政策，降低政策叠加的

干扰；剔除 2020 年样本，以排除疫情及

调查环境异常；剔除早期试点城市，以减

少先行地区选择性和政策时点测量误差的 
影响。

表 7 显示，加入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图 2 土地确权影响分项收入不平等的动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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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线性趋势和同期政策控制后，村庄内

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的系数仍

为正，城乡经营性收入不平等的系数仍为

负，估计幅度与基准“组别-时间”ATT 接近；
剔除 2020 年样本和早期试点城市后结果同
样稳定，核心结论并非由特殊年份或早期

试点城市所驱动。结合图 2 和表 6，三个
分项结果通过了政策前趋势、分期处理估

计和多种识别设定的交叉验证。

五、土地确权的要素配置渠道与收入

分配异质性

（一）土地流转与农业收入不平等

表 8 显示，土地确权显著改变不同收
入分位农户的土地配置。低收入农户经营

土地面积、土地流入规模和土地流入概率

显著下降；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户的土地

流入规模和土地流入概率显著上升；各收

入分位农户的土地流出规模均显著增加。

确权促进了土地流转，但土地流入集中于

中高收入农户，这与确权促进土地市场参

与但存在群体差异的已有发现一致（He 
et al.，2023 ；Xie et al.，2023）。

土地向中高收入农户流入，意味着确

权可能推动农业经营规模化和资源配置效

率改善；低收入农户经营规模下降，则使

其在土地经营收益上处于相对不利位置。

不过，表 5 中农业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并不
显著，样本期内的土地集中程度还不足以

显著拉大农业收入差距。

（二）农业投入、生产率与潜在分化

表 9 报告土地确权对农业生产性固定
资产、农业生产成本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影响。低收入农户的三项指标均显著下

降；中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户的农

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显著增加，高收入农户

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确权带来

的农业投入和生产效率改善同样存在明显

的分位差异。

低收入农户农业投入下降不必然意味

着福利受损，他们可能通过土地流出、租

金收入和非农就业实现收入增长；但若流

出土地后无法获得稳定的替代收入，退出

农业经营就可能转化为长期收入劣势。

（三）非农就业、正规金融与经营创业

表 10 报告土地确权对非农就业、正

规金融借贷和经营创业的影响。低收入和

中低收入农户的非农就业人数和非农就业

概率显著下降，中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

入农户则显著上升；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农

户的正规金融借贷金额显著增加，低收入

和中低收入农户没有显著变化；低收入农

户的创业概率显著下降，高收入农户显著

上升。

表 10 提供了确权收益向中高收入农

户倾斜的具体证据。中高收入家庭通常拥

有更多受教育劳动力和更强的就业信息网

络，能够进入报酬更高的非农岗位；较高

的财富使其能够承担创业的固定成本和收

入波动；稳定的现金流和信用记录也提高

了正规机构的授信概率。低收入农户虽然

转出土地，却未同步获得高质量就业、信

贷和创业机会。第四部分观察到的村庄内

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扩大，与这种

机会分布的不均衡相一致。

（四）城乡收入不平等机制与异质性 
分析

表 11 考察土地确权对农户整体增收及
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土地确权与农村地

区的交互项对家庭总收入、非农收入和财

产性收入的影响均不显著，确权尚未显著

提高农户的总体收入或非农、财产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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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但土地确权显著提高了高收入农户

的家庭经营性收入，估计系数为 1.0350，
在 1% 水平上显著。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

的缩小因此主要来自部分农村经营主体的

收入增长，而非所有农村家庭的均衡增收。

表 12按东中西部和政策前土地流转基
础分组估计。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效

应在中西部地区更明显，经营性收入不平

等的扩大效应在东部及土地流转基础较高

地区更突出，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缩小

效应则在中西部地区较强。表 13~15 另按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基础、耕地

资源禀赋和交通可达性分组。村庄内工资

性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第一产业占比较高、耕地面积较少

或公路里程较多的地区更明显；村庄内经

营性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效应在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耕地面积较少或公路里程较少的

地区更突出；城乡经营性收入不平等的缩

小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较高两组均

较明显，在第一产业 GDP 占比较低或耕地
面积较大的地区也更强。由此可见，除土

地流转基础外，其他地区条件对确权分配

效应的调节并非简单呈现“发展程度越高、

效应越强”的单调关系。结合前文收入分

位和异质性分析结果，假说 4 的核心判断
得到支持。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围绕土地确权的效率提升是否以

牺牲公平为代价这一问题，利用 CHARLS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8 年 和

2020 年五期微观数据，将新一轮农村承包
地确权登记颁证的分批推进作为准自然实

验，从村庄内、村庄间和城乡三个层面考

察了土地确权的收入分配效应。主要结论

有四点。第一第一，样本期内土地确权对村庄

内、村庄间和城乡总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均

不显著，但分项收入已经出现结构性分化。

第二第二，确权扩大了村庄内工资性收入和经

营性收入不平等，同时缩小了城乡经营性

收入差距。第三第三，这种分化与土地流入、

非农就业、正规借贷和经营创业机会更多

流向中高收入农户有关，低收入农户在转

出土地后并未同步获得替代性收入机会。

第四第四，地区发展条件和土地市场基础会改

变这些效应的强弱。土地确权因此是一项

提供制度条件的基础性改革，其分配后果

取决于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农村金融

市场能否为低收入农户提供可持续的替代

性收入机会。

上述发现的政策含义主要有四点。一一

是是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完善土地

经营权流转市场，提高低收入农户在土地

流转中的议价能力，避免土地收益过度

向少数经营主体集中。二是二是把土地制度改

革与职业培训、县域产业发展、公共就业

服务和农民工权益保护结合起来，使低收

入农户在土地流出后能够获得稳定替代收

入。三是三是农村金融政策应从“有抵押”走

向“可获得、可负担、可持续”，通过信

用增进、政府性担保、农业保险和风险补

偿机制降低金融机构服务低收入农户的风

险，使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功能转化为普

惠性金融服务。四是四是对仍以农业经营为主

的农户，继续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农业

技术推广和土地托管服务水平，使规模经

营收益与小农户联结起来。土地确权、就

业扶持、金融服务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协同

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才能在提高要素配置

效率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

学术编辑：卢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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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s of Land Titling on Rural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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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Land titling may affect not only rural household income but also its distribution by strengthening tenure 
security, reducing land-market frictions, and expanding opportunities for reallocating labor and capital. Using 
household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 and the staggered rollout 
of China's rural land titling program, this paper examines within-village, between-village, and urban-rural income 
inequality. Land titling does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 total income inequality but widens within-village inequality in 
wage and business income and reduces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 business income. Household-level distributional-
channe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land titling promotes land transfer, off-farm employment, formal borrow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but middle- and high-income households are better positioned to convert secure land rights into 
income gains. Heterogeneity analyses further show that the effects vary with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local land-market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imply that the equity consequences of land titling depend on 
complementary employment, inclusive-finance, and land-market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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